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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订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直接影响到保险人对承

保风险的正确评估以及保险费率的准确计算。因此，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告知主体之确定，告知方式之取舍，

告知期限以及免除告知义务事由之判断，对保险人的正常经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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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交易主体对信息的掌握程度

对于交易的成败而言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交易主

体掌握的交易信息越多、越及时，就越能占据主动地

位，相反，如果交易主体掌握的交易信息很少而且非

常落后，就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在现实社会中，每个

交易主体对信息的掌握程度都不相同，这种信息掌握

程度的差异在经济学上称为“信息不对称”。在保险合

同签订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最突出

的表现是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与保险人相比，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相关信息的掌握占据了

绝对优势。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隐瞒了真实信息或

者披露了错误信息，就会直接影响到保险人对承保风

险的评价，并影响到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尽管随着科

技的进步与保险人实力的增强，保险人获取信息的渠

道不断增多并且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

应当看到的是，信息不是免费的，信息的获取也需要

支付一定的成本。正如美国学者西蒙所言：“信息不对

称除了由于技术条件与认知能力的限制之外，还因为

部分信息的收集成本过高，成为获取信息的阻碍。”[1]

由此可见，考虑到成本因素，保险人不可能事无巨细

对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情况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保险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世

界各国普遍采用一套法律规则来解决上述问题，这就

是保险法中的告知制度。 
告知，有的国家保险法上称之为说明，即在保险

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将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

(material facts)，如实告知保险人，即通常所谓的投保

人对保险人负有的告知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不

受保险合同是否有明确约定的影响。[2]按照该规定，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在订立合同之时，应将订

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相关的重要事实告知保险人，以

便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计算保险费率。如果没有告

知义务法律规则的存在，则投保人可能不会如实披露

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此时，保险人很难正确算定保

险费率并决定是否承保。由此，保险人的经营风险会

节节攀升并直接导致保险人经营亏损。为了弥补亏损，

保险人不得不提高保费，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如实披

露保险标的信息的投保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

或者因为无力负担高额保费而退出董事责任保险，或

者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以多缴保费的形式补贴高风险

者，因而选择自行承担损失风险并进而放弃购买董事

责任保险合同。从这种意义上讲，投保人告知义务规

则的建立对于董事责任保险人的正常经营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将针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订

立过程中投保人应当承担的告知义务，进行深入的分

析和论述。 
 

一、告知主体之界定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财产保险合同的不同之

处在于，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除了投保人和保险

人这一合同当事人之外，还有合同关系人——被保险

人与第三人。在上述主体中，投保人作为告知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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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承认，但是被保险人是否应

为告知义务的主体，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还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异。为了分析在订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

程中，被保险人是否应当成为告知义务的主体，我们

借助 CE Heath Casualty & General Insurance Ltd v. 
Grey(Compass Case)一案进行说明。[3] 

在该案中，Compass 是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该

公司向 CE 保险公司投保了董事责任保险，该董事责

任保险合同包括两部分：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和公

司补偿保险合同。其中，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规定：

按照《澳大利亚公司法》第 241 条的规定，公司无法

向董事补偿的那部分损失，由保险人按照董事个人责

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董事赔偿保险金。公司补偿保险

合同规定：对于 Compass 公司按照《澳大利亚公司法》

的规定对董事承担补偿责任所遭受的损失，由保险人

负责赔偿。 
1991 年 12 月，Compass 公司申请破产，在对其

经营状况进行调查之后，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ASC)
向 Compass 公司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诉讼，并

认为，在公司经营出现危机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他们又为公司设定了新的债务，结果导致公司无法清

偿该债务。Compass 公司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依照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向 CE 保险公司提出请求，要求 CE
保险公司为其与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之间进行的诉讼

支付抗辩费用。CE 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抗辩费用，理由

是，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Compass 公司与其董事

和高级职员未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该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 
第一，按照 1986 年《澳大利亚保险法》的规定，

Compass 公司前任的董事和高级职员是否属于董事责

任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这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应

当履行告知义务。 
第二，如果 Compass 公司前任的董事和高级职员

不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他们是否有义务向保险

人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该义务只应当由Compass公司承

担? 
第三，如果 Compass 公司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

不应当承担告知义务，则 Compass 公司在与保险人签

订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时未能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是否

会剥夺董事和高级职员所享有的保险权益? 
审理该案的 Rogers 法官认为：首先，Compass 公

司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

次，按照 1986 年《澳大利亚保险法》第 48 条的规定，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因执行职务所承担的赔偿责

任，应当得到公司的补偿；再次，因为 Compass 公司

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并非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

人，所以他们无须对 CE 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最

后，Compass 公司未能向 CE 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

的事实并不影响董事和高级职员获得保险赔偿的权

利。 
其后，CE 保险公司对该案件提起了上诉，新南威

尔士上诉法院认为：其一，根据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

的合理解释，Compass 公司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中的

一部分人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二，作为董事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Compass 公司的某些前任董事和

高级职员应当向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其三，即使

Compass 公司的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不是保险合同的

当事人而只是被保险人，依照最大诚信原则，他们也

应当向 CE 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其四，如果

Compass 公司或者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董事和高级职员

未能履行告知义务，则没有丝毫过错的其他被保险人

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如果 CE 保险公司能证

明对方当事人违反了告知义务，它就可以拒绝向董事

和高级职员承担保险责任。 
上诉法院的法官认为，由于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

被保险人是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所以在订立保险合

同的时候，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定义务。

但这并不影响法院适用《保险法》第 48 条第 3 款的规

定，即当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拒绝

向其他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与之相反，Mahoney
法官则认为，不管成文法是否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告知

义务，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他们都应当履行告

知义务。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了证明 Compass 公司的

前任董事和高级职员不仅仅是被保险人而且还是保险

合同的当事人，法院考虑了许多相关因素，这些因素

包括：第一，董事是否知晓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保

险合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订立的；第二，按照董事

责任保险合同的规定，董事和高级职员在多大程度上

有义务履行保险合同的规定；第三，董事责任保险合

同的目的是为了补偿董事因实施不当行为所承担的赔

偿责任；第四，按照《澳大利亚公司法》第 241 条的

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无须支付全部保险费，因

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自身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险费。 
事实上，该案的核心焦点在于 Compass 公司的董

事和高级职员是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按照董事责任

保险合同的约定，董事和高级职员属于被保险人，而

1986 年《澳大利亚保险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被保险人

是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所以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的

法官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将Compass公司的董事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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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或者至少将其中的一部分解释为保险合同的当事

人，从而要求其履行告知义务。 
纵观世界各国对告知义务主体的规定，大致有三

种立法例：①投保人主义，即负有告知义务的主体仅

为投保人而不包括被保险人，采此例的国家有瑞士、

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②区别对待主义，如日本

商法根据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

在损失保险中，仅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在人

寿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如实告知义务；③有

的国家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告知义务，如韩国

以及美国的许多州。[4] 
我国的保险立法对告知义务主体的规定显得较为

混乱，一方面，按照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的规定，

仅投保人负告知义务；另一方面，按照我国《海商法》

第 222 条的规定，仅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①在学理解

释上，关于告知义务人，是以投保人为限，还是包括

被保险人，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应负告知义务，因为在财

产保险中，投保人通常就是被保险人，在二者并非同

一人的场合，被保险人为财产标的之所有权人或权利

人，其对保险标的物的状况知之最详；在人身保险中，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被保险人对自己身

体健康状况的了解最为透彻，从保险契约为最大善意

契约的本质而言，被保险人也应当承担告知义务，以

便保险人衡估保险费。[5]此外，还有学者持否定说，

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保险法既明文规定要保

人为据实说明义务人，故不应扩张解释及于被保险 
人。[6]总的说来，持否定说观点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

两方面：①如果要求被保险人也承担告知义务，被保

险人就应当与投保人一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

在某些情况下，被保险人可能达不到上述要求。例如，

当被保险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时，他的告知是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力的。此时，

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②不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会影响到保险人

对危险的正确评估，原因在于，一方面，投保人与被

保险人分属两人时，由于法律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特定关系，使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情

况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在

保险中的运用，可以克服由于被保险人不负告知义务

带来的困难。[7] 

笔者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投保人是指向保险人或其代理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并

负责交付保险费的主体，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通

常情况下，公司是投保人②；被保险人是指受保险合同

保障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在董事责任保险合

同的 Coverage A(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中，公司的

董事和高级职员是被保险人，在 Coverage B(公司补偿

保险合同)中，公司自身是被保险人。由此可见，仅仅

在公司补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主

体，在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是不同主体。事实上，保险人在决定是否承保董事个

人责任保险或者正确估算保险费率的时候，不仅需要

了解投保公司的情况，还需要详细了解作为被保险人

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相关情况，比如董事和高级职员

的工作情况，他们执行公司职务的性质，是否在其他

公司兼任董事或相关职务，以及是否有被起诉的历史

等等。虽然公司可能也会对上述信息有一些了解，但

终究不如董事自身了解的更清楚，因此，从诚实信用

和对价平衡原则的角度考虑，为了确保保险人能够正

确计算保险费率并决定是否承保，应当要求作为被保

险人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二、告知方式之取舍 
 

在保险合同中，关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告知义务

的履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区分： 
一是书面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

于保险人书面询问的事项应据实回答，对于保险人书

面询问以外的其他事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不负告

知义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64 条，《瑞士保险

契约法》第 4 条均采用书面询问回答主义。我国《保

险法》第 16 条只规定询问，实务上通常采用书面询问

回答主义。 
二是自动申告主义。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告

知义务的范围不以保险人书面询问的重要事项为限，

对于保险人未以书面方式询问的重要事项，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亦负有告知义务。《法国保险契约法》采用的

是自动申告主义。 
在书面询问回答主义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只就

保险人询问的，对危险估计有重要影响的事实，据实

告知于保险人，至于询问以外的事项，虽有重要性，

投保人亦不负告知义务。学者多认为，书面询问回答

主义或者自动申告主义之采行，与一国国民对保险之

认识程度有关，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以采书面询问回

答主义为宜。[8]目前，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以及对告

知义务的认识程度普遍比较低，自动申告主义所提出

的过高的要求很难达到，同时自动申告主义的实行对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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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书面询问回答主义比较符合目前我国保险

业的发展现状，因此，采用该种告知方式是比较理想

的选择。 
在现代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随着股东派生诉

讼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司并购浪潮的兴起，董事和高级

职员遭受诉讼的数量和索赔数额都在直线上升。更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敌意收购中，即使那些具有出色

的经营管理能力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也无法确定他们所

实施的何种行为会成为诉讼的对象。正如许多学者所

指出的，随着董事和高级职员经营责任风险的日益增

大和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张，他们几乎无法准确预测自

身潜在的责任风险。他们可能因为一点点小的错误和

过失就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9]因此，对于那些缺少

专业法律训练的董事和高级职员而言，别说归纳出错

误、遗漏等不当行为，就是理解上述行为也存在着相

当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董事和高级职员在订

立保险合同时就准确、全面地告知保险人可能遭受的

诉讼风险，对其而言，过于苛刻。 
在意识到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诉讼的不确定

性以及他们履行告知义务的困难之后，保险人应当采

用书面询问回答主义来订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并通

过起草具体、合理的询问项目来解决上述问题。就像

人寿与健康保险的投保单一样，在其中载明了可能会

引发保险责任的各种事项，包括被保险人的工作情况，

被保险人是否在其他公司兼任董事或相关职务，以及

是否有被提起索赔诉讼的历史记录等。被保险人只需

要对上述问题进行简单的回答，就应当认为其已经履

行了告知义务。 
在保险实务中，有的保险人会在投保单的结尾部

分添加“兜底询问条款”(catch-all type question)，来概

括前面的询问条款没有涉及到的问题，补充询问上的

漏洞。具体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许多

保险公司也习惯于在保单的结尾部分规定“兜底询问

条款”并借助该条款获取相应的信息。它们通常会辩

称，由于董事责任风险来源的不断增加，用具体的询

问条款根本无法完全涵盖投保人需要告知的各种信

息，因此，需要使用“兜底询问条款”来克服上述困难。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投保单中的“兜底询问条款”
过于简单和模糊，所以在投保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的

时候，大多数法院不愿赋予“兜底询问条款”相应的法

律效力。事实上，作为经验丰富的承保专家，如果连

保险人都无法起草一个全面、合理、可信的询问表，

那么，也不能强求董事和高级职员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能作出全面、可信的回答。因此，基于保险法中的最

大诚信原则，同时为了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

权益，应当对投保单中“兜底询问条款”的效力作出相

应限制。 
 

三、告知期限之判断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

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

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由此可见，在我国，对告

知义务履行期的界定为“订立保险合同时”，这与世界

各国保险法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合同的订立过程包

括要约和承诺，具体到保险合同而言，就是投保人提

出的投保申请和保险人作出的承保的意思表示。通常

情况下，从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到保险人作出承保的

意思表示，中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如果投保人和被保

险人在回答董事责任保险人的书面询问时将其全部所

知统统告诉保险人，没有出现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告知

义务的情况，但是在投保单送交保险人之后到保险人

签发保险单之前这段期间，才知道某些重要事实尚未

告知保险人，则保险人能否以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

而解除保险合同? 如果将告知义务的履行期仅限定于

“申请投保”时，则保险人不能解除保险合同。事实上，

按照日本民法学者北川善太郎先生的观点：合同的本

质是依据当事人双方的协议而形成法律关系，合同是

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开始，由合同要约和对此的

承诺达成一致而成立。[10]因此，如果合同没有经过承

诺，而只是停留在要约阶段，则合同根本未成立。由

此可见，所谓“订立保险合同时”，是指投保人为投保

申请时起，到保险合同成立时为止。[11]所以，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向董事责任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的期间不

应当仅仅局限于“申请投保”时，还应当包括从投保人

递交投保单到保险人签发保险单的这段时间。 
此外，在下列场合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要向

董事责任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 
一是变更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时。董事责任保险合

同的变更是指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尚未履

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内容达

成修改和补充的协议。我国《保险法》第 20 条规定：

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原则上，董

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变更只是对原合同的内容作出某些

修改和补充，而不是对合同内容的全部变更。但实际

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变更也会产生新的债权债务，

例如，双方当事人对被保险人、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

等作出变更。因此，在变更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时候，

如果改变的内容对保险人的危险估计有重大影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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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二是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续约时。保险合同的续约

俗称“续保”，是指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届满后，当事

人为使原保险合同的效力不终止，约定使保险合同效

力继续的情况。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续约的情况下，

在实际上相当于订立一个新合同。因此，影响风险判

断的因素与最初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如果免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显然会使保

险人在对某些信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承保，必然会

直接影响到保险人的承保判断，不仅违反了保险法中

的最大诚信原则，同时也会对董事责任保险人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健

康发展。所以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续保的时候，应当

就续保有关的重要事实向董事责任保险人履行告知义

务。 
 

四、免除事由之分析 
 

保险法在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同

时，也对其告知义务的免除作出了相关规定。事实上，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并不是“无限”的，在某

些情况下，法律直接免除了对某些事实的告知义务。

如 1906 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如
无保险人询问，被保险人无须告知下列情况：(1)任何

使风险减少的情况；(2)任何保险人已知或推定应知的

情况；(3)任何保险人放弃了解的情况；(4)任何因已有

明示或默示保证而无须告知的情况。”总体看来，在订

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对于下列事项，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可以免除告知义务： 
第一，是董事责任保险人已经知悉或应当知悉的

事项。告知义务的立法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可以根据投

保人和被保险人告知的事实，决定是否承保以及确定

保险费率。对于保险人已经知悉的事项，在订立董事

责任保险合同时，保险人自然可以对该事项进行深入

分析和谨慎判断，以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具体的保险

费率。所以，对保险人已经知悉的事项，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可以免除告知义务。此外，在现代社会中，随

着网络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保险人的信息

收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

上讲，与以往相比，保险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范围都

大大增加了。因此，从客观上说，对于某些事项而言，

虽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并未将其告知保险人，但是按

照客观标准判断，保险人完全应当知悉上述事实，此

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免除告知义务。在订立董

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保险人应当知悉的事项大

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公司在工商机关的基本登记信息，包括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经营范围、成立

日期、营业期限、企业年检等相关信息，保险人完全

可以通过企业信息公众查询服务系统来获得上述信

息。即使在尚未开通该查询服务系统的地方，保险人

也可以到工商机关现场查询来获得上述信息。 
(2)上市公司、董事以及高级职员的相关信息。以

我国为例，保险人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网站查询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例如，公

司的上市日，是否发行可转换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

及董事会秘书的姓名，公司是否发行 B 股，公司是否

为上证 180 样本股，公司是否境外上市以及境外上市

地等。此外，保险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站还可

以查询最新的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变动信息，包括高管

姓名、担任职务、持股变动数量、变动日期等，也可

以检索到某公司所有高管或某高管持有本公司股票变

动的历史信息。 
(3)公司与他人订立的商业合同中的标准条款。通

常情况下，商业合同中包含了一些普遍适用的标准条

款，一般说来，法院会推定保险人知晓上述条款。因

此，对于上述条款，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没有告知义务。 
第二，是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在书面询问回答

主义模式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仅对董事责任保险人

提出的书面询问事项承担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以

书面方式进行询问，则不论保险人是否以口头方式询

问，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不负告知义务。 
第三，是减少危险程度的事项。通常情况下，减

少危险程度的事项对准确评估危险非常重要，但事实

上，即使不将上述事项告知保险人也不会对其造成不

利影响，所以对于上述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负

告知义务。 
 

五、结语 
 

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从英美法系国家移植

而来的“舶来品”。2002 年 1 月 7 日，我国证监会和原

国家经贸委联合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中第

39 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可

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保险界反应神速，短短 16
天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

团就合作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责

任保险”，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成为该险

种的首位被保险人。随着 2005 年《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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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06 年《破产法》的修改，我国董事和高级职员

的民事赔偿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

经营责任风险进一步增大，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董

事责任保险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大。而在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恰当地履

行了告知义务直接决定着保险合同能否产生效力，并

进而决定了董事和高级职员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分

散其责任风险的目的能否实现。因此，必须对董事责

任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规范进行深

入细致的分析，以确保董事责任保险风险分散功能的

顺利实现。 
 
注释： 
 
①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

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

如实告知。” 我国《海商法》第 222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订立

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

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担的重要

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 
②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可能与董事共同负担保险费。如

在美国早期的董事责任保险中，董事通常要负担全部保险费的

10%，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与董事成为共同投保人。但是，随

着董事责任保险的不断发展，董事负担保险费的现象逐渐减少，

而由公司支付全部保险费则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一大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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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cluding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whether the policy-holder 
and insurant have fulfilled the duty of disclosure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orrect evaluation of underwriting risk and 
accurate calculation of premium rate. So, in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the confirmation of body 
of disclosure, the choice of method of disclosure, the judgment of time limit and exemption causes of disclosure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normal management of ins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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